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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品安全问题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断演

变，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也必须与之相匹配。以中国和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主线，对比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两国食品安全问题凸显的特征，梳理中、美两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发展历程，

以期找出中美食品法律法规演进中的异同，并对中国未来食品法律法规将应对的主要食品

安全问题进行预判。

关键词 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

一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

关，各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影响食品经济的消费者收

入水平、消费理念，生产者的规模化程度、技术手段，食

品供求状况等均不相同，因而会面临不同的食品安全

问题。此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要建立与之相匹

配的法律法规体系。本文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视角，对比中、美两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食品安

全特征的共性规律，梳理中、美两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的演进，并对中国未来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展望。

1 基于中、美对比的经济发展与食品安

全特征分析

1.1 粮食安全先于食品安全

从古到今，人类的食物消费先后经历了从短缺到丰

裕的历程。在食物极度短缺的时代，由于食物数量无法

满足人们的需求，果腹成为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温饱问

题是食品领域的第一难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

放，中国食品领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粮食短缺，食品

卫生次之，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1]从1950年的501美
元上升至1978年的1094美元（图1）。
1.2 食品安全是一个“现代病”

食品安全问题虽古而有之，但它在自给自足的封

建经济社会和市场化初期都不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从

某种程度上讲，引发当前主要食品安全问题的诱因大

多是一些现代因素，如以农药、化肥为代表的化学制品

的发展，加工环节超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产

业链的延长和食品消费的多元化，以及市场经济发展

初期的过度功利化等。对中、美的人均GDP与食品安

全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特征。

1）第一阶段：人均GDP 1000~4000美元。

（1）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与食品安全特征：19世纪

后半叶。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美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食品产

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食品界的掺杂使假行为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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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50—2010年中国人均GDP变化图

Fig. 1 Changes in China's GDP per capita from 1950 to 2010

獗。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Jr）在 1906年

出版的《The Jungle》[2]一书，刻画了当时美国肉类加工业

使用有毒防腐剂、染色剂，生产环境肮脏的问题，引发

了公众对食品卫生和安全的强烈反响[3]。诚信丧失、欺

诈盛行的这段时期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

代”[4]。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人均GDP大致在1800~4000
美元[1]（图2）。

图2 1800—2016年美国人均GDP变化

Fig. 2 Changes in GDP per capita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800 to 2016

（2）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食品安全特征：1978年

—2002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食品产业开始进入迅速

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

和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在农业领域的使用，中国的

粮食产量迅速提高，粮食短缺问题得到根本缓解。随

着改革的推进，中国食品产业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时期，

食品工业和餐饮行业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的格

局，以及政企不分的行业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快速发展的食品产业开始出现泥沙俱下，良莠不分的

混乱局面，食品污染事件逐渐增多，成为一个较为严重

的食品安全问题。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

国经历了从关注不洁食物的食品卫生阶段，到关注掺

杂使假的食品安全阶段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国的人

均GDP已经从 1978年的 1000多美元上升到 2002年的

近 4000美元。这一数值变化与美国 19世纪后半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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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较为类似。

2）第二阶段：人均GDP4000~10000美元。

（1）美国济发展水平与食品安全特征：20世纪前

半叶。

20世纪前半叶，随着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美国食

品产业的风险来源迅速演变为农药、兽药等有害物质

残留超标。与之相伴，因工业污染和农用化学品使用

所带来的土壤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也逐渐成为食

品安全领域的难题。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人均GDP大

致在 4000~10000 美元。1943 年至 1945 年美国人均

GDP曾短暂出现超过 10 000美元的现象，其原因是美

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

激所致。

（2）中国济发展水平与食品安全特征：2003年至

今。

加入WTO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升，这十

几年间来自种植、养殖环节的风险成为中国食品安全

领域的一个大问题，主要表现为瓜果蔬菜甚至主粮中

的农药残留超标，畜禽肉中的兽药残留超标。这一特

征与美国 20世纪前半叶的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中国人均GDP从 2003年的 4077美元上升到 2016年的

9885美元。对比美国数据可以发现，这一数值与美国

1950年人均9561美元的水平基本相当。

3）中、美对比的初步结论。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

发展历程大致与美国 1850年至 1950年的发展历程相

当。从中、美两国食品安全形势的相似性看，当人均

GDP在 1000~4000美元，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食品行

业技术、管理水平无法达到现代的良好规范水平，一线

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道德素质也参差不齐，普遍

存在食品卫生问题，掺杂使假是危及食品安全的主要

问题；当人均GDP提升到 4000~10000美元时，食品生

产的产业化程度日益提高，技术发展对食品产业的影

响迅速增大，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等技术性因素所带来

的安全风险是食品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中国食品安全形势的特殊性看，由于食品产业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快速发展，其不安全隐患实际上

不仅包含了美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某些因素。另外，由

于某种历史原因所导致的传统价值观念缺失、外来精

致利己主义的影响以及市场秩序的不健全，导致经济

利益驱动型掺假泛滥。所以，中国近些年所出现的大

量食品安全问题，既是特定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也有当

今时代与食品相关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新特征[5]。

2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中美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演进对比研究

2.1 以解决粮食安全和食品卫生为目标的阶段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农产品

产量极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食品领域经历了

以粮食短缺和食品卫生问题为主的阶段，与中国不同，

美国在 18世纪独立后至今并未经历粮食短缺阶段，美

国独立前后有关食品的法律主要涉及到高附加值的商

品的税收和贸易问题，如1764年的《食糖法》、1773年的

《茶叶法》，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尚未完全进入到立法

者的视野中。

1978年以前，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演进有以下

特征。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粮食

短缺，其次为食品卫生问题。根据相关资料，中国20世
纪60—70年代食品安全事件多为消费环节发生的食品

中毒事件，如1972—1978年哈尔滨市共发生91起食物

中毒，人数达 3247人，多为食用肉类、剩饭类等食品引

起中毒[6-7]。这段时间中国食品安全在某种意义上等同

于食品卫生，相应的食品法律法规和监管也侧重于食

品卫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制定了包括《清凉饮料食物

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组织城市、工矿区和林

区、部队、工厂、学校等集体食堂单位储存和加工冬、春

季自用蔬菜的通知》等关于食品卫生和监管的法规。

受苏联卫生防疫体制的影响，中国最早是由卫生部门

负责食品卫生的管理，自 1953年政务院第 167次政务

会议批准后，中国成立了各级卫生防疫站，开展食品卫

生监督检验和管理工作。1954年原卫生部颁布的《卫

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标志》中规定卫

生防疫站的职责包括食品卫生的监督等 14项内容。

1964年，原卫生部发布了《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

进一步明确卫生防疫站的性质、任务、工作内容，食品

卫生监督也是其工作内容之一[8]。到1965年底，全国共

有各级卫生防疫站达2499个，卫生技术人员6万余人，

卫生防疫机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卫生防疫站

的核心职能是卫生防疫，食品卫生监督工作一直处于

边缘化状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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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前后，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中国建立了一套专

业化分工色彩浓厚的苏联式工商业部门管理体制。当

时的食品加工业领域，产品产量小、品种少、加工度低，

企业组织形式以公有制主导、政企不分，餐饮领域主要

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一统天下。粮食部、农业部、商

业部、轻工部、化学工业部、供销合作社对外贸易部都

成立了各自的食品生产和经营部门，同时还建立了食

品卫生检验和管理机构来保证产品质量。

在此阶段，中国的主要食品安全问题是由于技术

落后、缺乏食品安全知识所导致的，如加工中加热不充

分，运输、贮藏和销售环节包装、冷藏技术落后导致微

生物污染，消费环节食用变质食物引起食物中毒[10]。为

加强制品卫生管理，防止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发

生，1965年中国颁布了首部中央层面的综合食品卫生

管理法规——《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条例中规定

了食品生产、经营（包括生产、加工、采购、贮存、运输、

销售）单位应遵守的卫生要求，并提出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要把食品卫生工作纳入生产计划和

工作计划；卫生部门制定主要的食品卫生标准，并事先

与有关主管部门协商一致；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负

责所属单位的食品检验工作，卫生部门应当进行抽查

检验。

从以上内容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人均

GDP在 1000美元以下时，中国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

的食品安全监管，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以食品卫

生保障为重点，此时，中国实行的是以主管部门管控为

主、卫生部门监督管理为辅，寓食品卫生管理与企业管

理和行政管理之中的体制[11]。

2.2 以食品掺假为食品安全主要特征的阶段

2.2.1 美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1820年至19世纪后半

叶）

1812年英美战争后，美国食品产业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是存在着卫生和质量问题，食品公司为获得更多

利润进行食物造假，如化学物质进行保鲜、掩盖食物中

腐烂的痕迹、伪造食物的颜色和纹理等。到了 19世纪

60年代，以工业化社会姿态崛起的美国，化学性危害构

成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大量食品生产商为降低成

本，加入化学成分、色素和防腐剂以改变劣质食品的外

观、气味和味道，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由于食

品质量缺乏最基本的标准，美国劣质食品泛滥，甚至供

应战场和士兵的食品都是劣质的。

为应对食品卫生和食品掺假问题，1820年，以专家

和志愿者为基础的美国药典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Pharmacopieial Convention，USP）成立，其工作内容之一

是为食品和药物成分的纯度、质量、效力、标签、鉴别建

立和颁布标准 [12- 13]。 1862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林肯

（Abraham Lincoln）任命韦瑟里尔（Charles M. Wetherill)
为农业部的首席药剂师，从此开始了化学局（Bureau of
Chemistry）的组建，该机构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的前身[14]。1870年起，美国各州自陆续出台各类

专项食品法，如对人造黄油、添料加工或仿制的干酪和

混合面粉征收鉴别税，但各州食品法形式多样、执行标

准不一，食品法监管不力的问题在 19世纪末已经暴露

无遗。19世纪80年代开始100多个关于食品和药品的

议案一再被提交到国会，然而，由于美国多方政治力量

的角逐，尤其是代表生产“掺假”食品企业和批发商利

益的议员的反对，联邦政府始终没有能够出台全国统

一的食品法律[15]。

1883年，美国农业部化学家哈维·韦利（Harvey W.
Wiley）进一步对食品掺假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引起人

们对食品掺假问题的广泛关注，1898年以他为首的“食

品标准委员会”成立。随着当时科技的进步，以及来自

企业界的呼吁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美国国会迫于压

力着手开展食品掺假问题的调查，并逐渐认识到“掺

假”对公众健康的危害。1906年，《纯净食品及药物管

理法》（Pure Food and Drugs Act）在经过 25载的磨难后

终于得以通过，该法由农业部化学局执行，规定食品生

产商生产的食品要配带商标，真实标明所含成分，不得

掺假。同一天还通过了《联邦肉类检查法》[16]（Federal
Meat Inspection Act, FMIA），该法规定从活畜到罐头都

要接受政府的严格检查，并由当时隶属于美国农业部

的动物产业局（Bureau of Animal Industry, BAI）负责实

施。几经变迁，负责肉类检验的动物产业局在 1981年
变成了食品安全与检验服务局（Food Safety and Inspec⁃
tion Service, FSIS），成为美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两大机构

之一。

1927年，农业部化学局更名为食品、药品和杀虫剂

管理局（Food, Drug, and Insecticide Administration）。

1931年，按《农业拨款法》，食品、药品和杀虫剂管理局

缩写为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ederal Drug and Food
Administration, 以下简称 FDA），这标志着美国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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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开始走上法制化道路[15]，极大的遏制了食品生产

经营领域的违法行为。从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制来看，

此段时期美国食品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是为应对食品卫

生和掺杂使假等问题。

2.2.2 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1978—1992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从关注不洁食物的食品

卫生阶段，到关注掺杂使假的食品安全阶段的转变。

1）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以食品卫生监管

为主。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些地方的食物中毒事件多

发并呈现上升趋势，1979年，河南省中毒人数高达 15
487人[17]，而河北省中毒人数也达 9570人，次年该数字

上升至 16974人 [18]；1979—1981年，浙江省食物中毒人

数由3464人上升至7677人[19]。为应对急性中毒事件增

多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在1979年正式颁发《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该法包含食品卫生标准、食

品卫生要求、食品卫生管理进出口食品卫生管理以及

相应的奖励和惩罚等内容，但是该条例也存在不足，如

对卫生监督部门执法职责缺少具体要求，对违反条例、

标准造成中毒事故的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等。

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资料，到 1982年中国的食品

卫生合格率仅 61.5%，为提升中国食品卫生水平，在总

结建国以来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当时的卫生部、商业部、第一轻工业部、中央工商

行政管理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制定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该法于 1983年 7月 1日实

施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即行废

止，从此，中国食品卫生的监管从之前的规章、行政法

规上升到法律层面[20]。该法规定了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卫生要求，

还对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食品卫生管理、

食品卫生监督以及相应的法律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

该法提出“国家实行食品卫生监督制度”，从法律角度

明确了卫生行政部门在食品卫生监管中的主体地位，

增强了卫生监督执法的权威性，也有利于提高执法力

度[21]。但是，该法没有完全取消各类主管部门对食品卫

生的管理权，当时的商业部、工商、畜牧兽医等部门依

然承担一些特殊场所的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的出对食品

卫生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以培陵地区为

例，1984—1991年食品卫生监测合格率从不到 60%上

升至70%以上[22]。然而，由于中国食品产业格局的急剧

变化和各类经营主体的进入，一些企业为牟取私利，开

始掺杂使假，出现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例如，1989年
9—11月，广东省肇庆、陆丰、潮阳等地相继发生假酒致

人中毒的恶性事件，死亡52人，致失明9人，多人住院。

通过总结可以发现，由于 1992年以前国内还不是

市场经济，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食品企业较少为了

谋取经济利益而偷工减料、违规掺假，但是随着各类经

营主体的不断进入，掺杂使假问题偶有发生。此外，这

一阶段中国的化学工业水平较低，农作物化肥、农药施

用量有限，所以由环境污染导致的食物重金属超标、过

量的农药残留等情况也远没有今天严重。这个阶段，

中国食品卫生合格率较低，仍然以食品卫生监管为主。

2）1993—2002年，食品安全问题初见端倪，食品

卫生监管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1992年，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国

有企业改革步入产区改革阶段，退出食品工业以及食

品流通、餐饮等竞争性领域，一大批私有企业进入食品

行业。1993年3月，管理食品生产的轻工部和商业部被

撤销，肉制品、酒类、植物油、乳制品等食品饮料制造业

脱离行政体制，走上重经济效益的市场化之路。但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在经济转型中如何实现对食品企业

的监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对食品企业的

监管和保障食品卫生，1995年10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该法规定“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明确卫生

部门在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并废除原有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主管部门相应的管理职权。该法

的实施有利提升了中国的食品卫生水平，食源性疾病、

食物中毒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在《食品卫生法》实施

后的几年里，全国食品中毒事故和中毒人数也出现了

双双下降的喜人趋势。根据卫生部对全国 21个省市 9
大类 239种市售食品监测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食品

卫生平均合格率为 82.3%，2001年上升至 88.6%，2003
年为97.1%。

然而，与食品卫生水平逐步提高相伴的是，中国食

品领域开始出现一些新风险源。第一，某些地方发生

了在食品中人为掺杂使假，甚至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的

恶性案件。1998年 1月 26日，山西朔州发生用工业酒

精勾兑白酒的恶性案件，该事件导致 27人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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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人中毒住院治疗，一度让山西白酒发展坠入低

谷。第二，在食用农产品的种植环节，在农业科技推动

作物产量提高和品种增加的同时，农户不科学使用农

药，甚至使用违禁农药，土壤、地下水重金属超标等问

题也日益严重。2000年以后，中国农产品出口由于农

残超标受阻日益严重。2001年广东省中山市发生因食

用含有机磷农药残留的通心菜引起78人食物中毒的事

件[23]。第三，在养殖环节，养殖户为防控疾病或提高畜

禽的瘦肉率，违规使用兽药甚至非法添加有毒物质。

以“瘦肉精”为例，尽管1999年初农业部发布1号文件，

明确禁止生产和使用“瘦肉精”饲料，当年“瘦肉精”的

检出率仍高达19.8%。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表明，传统

的“食品卫生”概念已无法涵盖影响中国食品风险的主

要特点，取而代之的应是含义更广的“食品安全”概念。

2.3 以技术性食品风险为食品安全主要特征的阶段

2.3.1 美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20世纪前半叶至1950

年）

1909年，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发

明合成氨的方法，化肥工业开始发展。19世纪 70年代

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含有氟、砷、硫、铜、锌等元素的

无机化合农药和双氯苯基二氧乙烷（DDT）为代表的有

机农药相继被制造和推广。这些化学工业应用于食物

生产过程中造成果蔬中农药残留超标、肉中兽药残留

超标，给食品安全带来挑战。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

切尔·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该书向世人预测了农药

DDT对人类环境的危害，引发全社会对生存环境的急

切关注 [24]。进入 20世纪的美国，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工

业中开始应用，超量和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等新的

食品安全问题也随之产生。

为应对以上技术性诱因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

美国在20世纪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联邦进口

牛奶法》（1927年）、《罐头制造商修正案》（1930年）、《联

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1938年）、《公共健康服务

法》（1944年）。其中《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提

供了一系列食品标准，如食物成分鉴定标准、食品质量

标准、罐头制造商的操作标准等。1939年，美国第一套

《食品安全标准》公布，标准涉及番茄罐头、番茄浓汤以

及番茄酱。1949年，FDA首次颁布食品行业规范—《食

品中有毒化学物质评估程序》（Procedures for the Ap⁃
praisal of the Toxicity of Chemicals in Food）（后称“黑皮

书”）[14]。

可见，这段时期随着食品添加剂、农药、化学在食

品中的大量使用，技术性手段在提升食品产业化水平

的同时，也给美国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风险。

2.3.2 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2001年至今）

进入 21世纪后，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密集爆发，仅

2003年，中国就发生了工业酒精兑制假酒案件和安徽

阜阳“大头娃娃”事件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这些恶性

事件让中央政府重新审视中国的食品法律法规和监管

体制。2003年后中国密集出台了多部食品安全监管法

律法规，并最终出台了《食品安全法》及其修订版。

2003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通过《食品生

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后由2005年颁布

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所替代），该法提出“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

度”，要求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含个体经营者），

必须获取食品生产许可证，所生产加工的食品必须经

检验合格并加印（贴）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各

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

准入制度。同年，国务院在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基础上，组建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增加了食品管理

的职能，但是食药局仅为副部级单位，食品管理权仍分

散在卫生、农业、商务部等正部级单位，这使得食品安

全执法活动缺乏统一和连贯性。

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决定》确立了“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

全监管体制，农业部门、质检、工商、卫生、食药局等部

门分别负责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餐饮消费

这4个环节[25]。2004年底，为完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

入工作，《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2004版）》

颁布。为建立健全应对突发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救助

体系和运行机制，2005年中国出台《国家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2011年10月5日进行了修订），将重大

食品安全事故分为 4级，并对其组织体系、工作机制等

进行了规定。为加强出入境口岸食品卫生监督管理，

2006年《出入境口岸食品卫生监督管理规定》（2015年
修订为《国境口岸食品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出台。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颁

布，规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产地、生产、包装和标

识等方面的要求。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

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对严格企业的行为规范，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方面做了一系列规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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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现已废

止，2015年国家食药总局发布《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对食品的召回及监督管理进行规定；原卫生部发布《新

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施和分段监管体制的运行，

对确保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根据

农业部的监测结果，2003年，中国蔬菜农残合格率为

83.6%，2011年该数据上升至97.4%。同期，畜产品和水

产品有关质量指标抽检合格率也呈上升态势。同时，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对全国食品质量抽查合格率也呈现

上升趋势：从2005年80.1%上升到2011年的96.4%。

2008年“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使得

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大大提升，同时暴露出

多部门监管存在的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等问题，也推动

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进程。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

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并至卫生部，确立卫生

部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协调部门[26]。同年，《乳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条例》的颁布，对生鲜乳收购、乳品生产和

销售、各环节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和法律责任、乳品质

量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都作了规定。2009年国家工商

总局发布《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

废止）和《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2015年废止）。

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食品安全法》，并

于2018年6月1日正式实施。《食品安全法》是在中国食

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出台的，是中国食品安

全法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该法引入了风险监测和风

险评估制度，理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明确食品不得实

施免检，建立了食品召回制度，将食品生产经营者确定

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明确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

委员会，减少分段监管中的监管盲区。从“卫生”到“安

全”的转变表明中国食品安全从立法观念到监管模式

发生了重大转变[27]。然而，该法依然没有彻底改变传统

多头分段管理体制，还存在食品安全标准立法仍不完

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体系缺失、对企业惩处力度

不够等问题[28]。由于国务院将卫生部门作为综合协调

部门后，在具体的食品安全监管实践中，各个监管部门

之间的工作权限仍然存在重复和交叉现象。为配合

《食品安全法》的实施，2009年7月24日《食品安全法实

施条例》公布，该条例进一步落实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

一责任人的责任，强化各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

的分工与协调，并将启动风险评估的情形、重大事故问

责、召回制度等规定具体化。

2010年，中国实行食品安全委员会制度，开创了中

国分段监管格局下的综合协调监管时代[29]。同年，原卫

生部为规范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出台《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管理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为进一步加强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发布《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

法》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两个文件。

2011年中国发生双汇“瘦肉精”事件，不容乐观的

食品安全形势推动中国食品监管体制的持续改革，最

终形成统一监管体制。2011年 10月，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在北京成立，标志着以风险评估、监测为基

础，更加科学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逐步形成。2013
年初，随着国务院机构调整步伐的开始，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诞生，将原食品安全办、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局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承担的食品安

全监管职能整合在一起。这一变化意味着，由农业部

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两大部门主要负责的新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形成。2013年后，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制定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

品召回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经

营许可管理办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部门规章，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食品召回、食

品生产经营、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

案等工作进行规范。

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有力推动中国食品安全水平

整体趋好，2001年中国食品卫生合格率为90.8%，“瘦肉

精”污染监测平均合格率为65.2，到2015年中国食品监

督抽检合格率达96.8%，2013年畜产品“瘦肉精”抽检合

格率高达 99.7%。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食品安全

问题依然严峻，2011—2013年全国侦破各类食品安全

犯罪案件从5200余起增至32 000余起[30]。社会公众希

望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党中央将食

品安全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要用最严谨

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此背景下，中国在《食品安全法》出台6年后对其

进行了修订，于 2015年 10月 1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了监管体制改革成果，

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全

过程监管制度，进一步强调企业主体责任和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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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责任；建立最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发挥重典治

乱威慑作用；更加突出预防为主、风险防范；国家建立

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食品召回制度；加强对食用农

产品、高毒和剧毒农药的管理；实行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充分发挥媒体、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31-32]。

2016年，作为配套的新《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颁布，具

体内容包括明确食品安全委员会职责，将食品安全纳

入国家普法教育，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负责部

门并明确风险监测通报机制等。2018年3月，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通过整合部门职能，构建全流程、全链

条式监管机制和监管体系，这也意味着中国食品安全

监管进入新的阶段[33]。

综上可以发现，2003年至今，中国处于食品安全风

险凸显和食品安全事件高发期，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

仍未遏制，种植、养殖环节农兽药残留超标以及加工环

节超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风险日益凸显，此外，

还出现了食品相关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新特征，不同

历史阶段的食品安全特征交织，加剧了中国食品安全

的复杂性，也给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带来难度。预期

在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前，中国将持续处于食品安

全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

3 中、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演进对比及

未来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展望

当中国经济处于人均GDP在 1000美元以下时，以

面对以解决粮食安全为目标，针对食品卫生问题仅出

台了一些法规和规章，几乎没有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而以应对食品卫生为目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试行）》都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人均GDP水平

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关口。

2007年12月，中国的食品安全大法——《食品安全

法》提请全国人大初审，最终于 2009年 2月批准通过。

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在 6300~7300美元，与美国

1938年实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时的经济水

平大致相当。与此相似，美国的这部法律是在大萧条

结束 5年后制定的，此时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

而中国的食品安全大法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国

内经济增长处于阶段性底部时制定的。

可以看出，中国食品安全形势的演变和监管体制

的变革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和美国的食

品安全史有着相似性。这一事实表明，作为整体经济

的一个子集合，一国食品产业的演进路径必然受到经

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

按此逻辑，美国在 20世纪后半叶和新世纪后的食

品安全形势演变对预测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食品安全形

势会大有裨益，美国在这一时期对监管体制进行的变

革也可以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优化提供可资借

鉴的经验。

美国20世纪后半叶和新世纪后的食品安全形势及

法律法规有以下一些。

1957年，美国数万只鸡因食用被二噁英污染的饲

料不能食用，1992年，美国爆发 500例大肠杆菌O157：
H7中毒事件，1994年，沙门氏菌通过封装的冰淇淋爆

发传染，致使41个州的22万多人患病。为了应对日益

复杂的食品安全形势，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

规。1958年，美国颁布《食品添加剂修正法案》以对食

品添加剂广泛使用对食品安全监管带来的风险，该法

案成为规范食品新技术的一个重要法规。同年，FDA
发布第一批包括近 200 种公认安全（generally recog⁃
nized as safe，GRAS）的物质清单。美国 1970年成立环

境保护署，该署两年后取缔具有致癌性农药DDT。为

降低食品中的农药残留，克林顿政府推行了“标准更

严，用量更低，广泛推行可替代性生物制剂”的政策，旨

在让低农药残留食品成为经济社会的一种道德规范。

1974年已经使用长达半个世纪的农药狄氏剂因其致癌

性被美国 FDA禁用，经调查美国销售的 96%的鱼肉和

家禽、85%的乳制品都含有狄氏剂。为提高肉禽制品的

安全程度，1996年美国颁布了《美国肉禽屠宰加工厂食

品安全管理新法规》，强调预防为主，实行生产过程的

监控。除了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食品营养也开始显

现并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

许多男青年因营养缺乏达不到入伍标准，为提高青年

的身体素质，1946年美国政府颁布《学校午餐法》为适

龄学生提供低价或免费午餐。为更好满足儿童营养需

求，美国于1966年颁布《儿童营养法》，此后美国还陆续

颁布《营养标识和教育法》（1990年），《膳食补充剂卫生

与教育法》（1994年），以便进一步提高民众的营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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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34-35]。然而，近 30年来美国儿童肥胖一直流行，营

养健康问题依然凸显[36]。

20世纪后半叶，农兽药残留的持续影响、食源性疾

病、环境污染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食品营养问题

构成美国食品安全领域新的主题，这个阶段美国的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也是应对这些问题。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为此，美国

提出“生物恐怖主义防备与应对法案”，生物恐怖主义

是食品防护需重点关注领域，安全部门、卫生部门才是

真正的主力。2009年6月，美国纽约等7个州发生烟熏

鲑鱼单增李斯特菌污染事件。2011年，美国爆发火鸡

沙门氏菌中毒造成10人死亡[37]。因食源性疾病导致世

界范围内食品召回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为进一

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2011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食

品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DA Food Safety
Modenrnization Act），这带来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

重大变革。该法案强调关口前移、预防为主、风险管理

等现代化的食品安全监管理念，扩充了FDA对美国国

内食品和进口食品的监管权力，新增自愿合格进口商

业计划、输美食品企业强制检查、第三方机构审核认可

等多项制度措施 [38-39]。此外，2013年轰动世界的欧洲

“马肉事件”也让美国的监管者对食品掺假开展防控。

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后，美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的侧重点是突发性致病菌污染、畜禽疫病流行和生物

恐怖主义的威胁，随着技术进步、人口结构、消费行为

的变化，食品供应链的全球化越来越明显，食品安全问

题将更加错综复杂，食品安全的治理范畴也随之发生

变化，食品防护、食品欺诈等内容都已纳入到食品安全

的治理范畴当中。

由中美食品安全演进史可以预测，中国未来阶段

的发展趋势将与美国20世纪后半叶和新世纪后的食品

安全形势类似，农兽药残留、环境污染引起的食品安全

问题，突发性致病菌污染、畜禽疫病流行导致的食源性

疾病以及食品营养失衡导致的慢性病将持续存在，并

将成为食品安全的主要特征，这些问题将成为未来中

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应对的重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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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food safety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and America

AbstractAbstract The food safety problem faced by a coun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untry's food safety
laws and regulations must match its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food safety problem . Taki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line and combining the highlighted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safety problem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is paper combs and compares the food safety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as to identify the common features of the evolution of food safe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o forecast the main food safety issues
that China laws and regulations will face in future.
KeywordsKeywords food safety;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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